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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使用地名的基本方式及其文化价值
———以湖北三国地名为例

王前程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443000)

  摘 要:《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小说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国文化小说的经典之作。在展现历史

人物的行踪足迹和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地点上,采取灵活多变的文学创作原则,即运用地名多指

性、有意更改历史地名、提前使用后世地名、移动历史地名方位、虚构生造历史地名等。小说生动地

描述了三国英雄的活动空间,艺术地再现了三国战争的地理场景,大大促进了三国地名文化的发展

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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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使用地名十分混乱,漏洞

百出,这似乎是历史学界的共识。一位学者指出:
“《三国演义》是一部很好的小说,但它作为历史演

义,却存在太多问题。尤其是人名、地名、称谓、物件

上的错误,可以说是比较多的。小说毕竟是小说,历

史终归是历史,不可简单地混淆。”[1]这显然是以历

史的标准来看待《三国演义》。诚然,从史学角度评

判罗贯中使用地名问题,其水准是不高的,甚至犯有

很多低级错误。但从文学和文化传播学角度来评判

罗贯中,则不能不承认其使用地名手段的聪明灵活,

甚至是一门高超的艺术。《三国演义》描写地域范围

十分广阔,述及地名数量十分庞大,兹仅以小说所写

今湖北境内三国地名为例,来考察罗贯中使用地名

的基本方式及其文化价值。

  一、灵活运用地名多指性

古荆州是中国地理方位上的九州之一,也是两

汉时期十三大行政区划之一,涵盖今湖北省大部、湖

南省大部、河南省南部以及重庆、广西、广东、江西等

省市各一部。其中,今湖北省是其核心区域,春秋战

国之时为楚国统治中心,汉末三国时期又是各大政

治军事集团拼死争夺的战略焦点,因而自然成为《三
国演义》描写的重点区域。120回的篇幅中有41回

叙述了湖北境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传奇故事,涉及

地名高达87个,至少有20回写到荆州,有12回写

到襄阳,有7回写到南郡,有6回写到樊城、夏口、江
陵,等等。从小说使用古荆州地名情况看,罗贯中是

一位熟读《三国志》《三国志注》《后汉书》《资治通鉴》
等历史典籍的学者,其历史功底绝非普通文士所及。
除了荆州这个著名大州州名外,罗贯中记述了湖北

境内和跨境湖北的若干东汉郡县名,如南郡、南阳

郡、江夏郡、邓县、襄阳县、江陵县、当阳县、邾县、鄂
县、华容县、夷陵县、孱陵县、秭归县、临沮县、上庸

县、房陵县等;也记述了三国时期湖北境内新置或更

名的郡县名,如襄阳郡、宜都郡、蕲春郡、武昌郡、新
城郡、建平郡、公安县、武昌县、西陵县等。罗贯中还

记述了大量湖北境内发生重要历史事件或故事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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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小地名,如岘山、檀溪、隆中、长坂、汉津、赤壁、乌
林、樊山、华容道、夷陵道、油江口、青泥、陆口、樊城、
墩台、麦城、猇亭、马鞍山、乐乡、巴山等。上述郡县

名和山名、水名、城名、关隘名等,皆为汉末三国时期

客观存在并与三国人物发生密切关联的历史地名,
许多地名尤其是早已消失的郡县名对于后世若干读

者而言十分陌生,而罗贯中非常严谨地记录了行政

区划的变化发展,真实地反映了三国英雄拼死争夺

荆州的地点和事件,在传播三国历史知识和地名知

识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今天广大读者对

于檀溪跃马、隆中对策、长坂坡救主、火烧赤壁、败走

华容道、败走麦城、火烧猇亭、马鞍山脱险、奔袭上庸

城等等地名故事耳熟能详,与《三国演义》的精彩描

写是分不开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今天任何一个

中国人,都知道些三国史,也许是因为有罗贯中作了

《三国演义》。”[2](P270)

但罗贯中毕竟是小说家,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

前提下他遵循的是文学创作原则,而不是历史考据

原则,故而在展现历史人物的行踪足迹和历史事件

发生的空间地点上,采取了非常灵活的方式方法,这
首先体现在灵活运用地名多指性上。所谓地名多指

性,是指某些地名具有一个以上的多重指向性,一般

属于著名的区域名。如“荆州”,既指不同时期的行

政区划名,又指方位不一的城市名。小说第6回云:
“却说荆州刺史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也。”此指

东汉十三大行政区划之一的荆州。第31回叙述刘

备在汝南被曹军打败,孙乾建议暂投荆州刘表,“玄
德大喜,便令孙乾星夜往荆州。”这里显然是指荆州

州治城襄阳,刘表任荆州牧后正式将州治迁至襄阳

县,并在襄阳城东修筑了州治城。第52回云:“诸葛

亮自得了南郡,遂用兵符,星夜诈调荆州守城军马来

救,却教张飞袭了荆州。”赤壁之战后,周瑜以江陵县

为荆州州治,故而此处被张飞袭夺的荆州即指江陵

城。第42回云:“(曹操)计点马步水军共八十三万,
诈称一百万,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沿江而来,西连

荆、峡,东接蕲、黄,寨栅联络三百余里。”此处荆、峡、
蕲、黄指四个行政区名,荆即荆州,但这个荆州并非

两汉荆州,而是指唐宋以后范围大大缩减了的荆州

(相当于今湖北省荆州市)。小说中类似的多指性地

名还有“襄阳”“南郡”“江夏”等地名,时而指行政区,
时而指具体城名。

再如“荆襄”是个泛指地名,后世一般指江陵至

襄阳一带区域,但在《三国演义》中则具有多指性。

第52回中,鲁肃云:“所有荆州九郡,合当归于东

吴。”诸葛亮反驳道:“荆襄九郡,非东吴之地,乃刘景

升之基业。”伊籍对刘备说:“荆襄马氏兄弟五人,并
有才名。幼者名谡,字幼常;其最贤者,眉间有白毛,
名良,字季常。”马良又道:“荆襄四面受敌之地,恐不

可久守。”显然,诸葛亮所说“荆襄”等同于“荆州”,伊
籍、马良所说“荆襄”则指江陵至襄阳一带地域,这里

既是马良、马谡的家乡(马氏兄弟乃南郡宜城县人,
处于江陵县和襄阳县之间),又是古荆州最具代表性

区域,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故而马良认为“不可

久守”,必须早作准备。又如“南阳”,亦具有多指性。
第36回先叙徐庶向刘备介绍诸葛亮:“亮与弟诸葛

均躬耕于南阳,尝好为《梁甫吟》。所居之地有一冈名

卧龙冈,因自号卧龙先生。”后叙刘备“同关、张前去南

阳请孔明”。此处第一个“南阳”指东汉南阳郡名,第
二个“南阳”显然指诸葛亮躬耕地隆中或卧龙冈。

充分运用地名的多指性,既有利于传播复杂的

三国历史知识,又有利于促进三国文化的发展。比

如今天的读者一般不会将襄阳与荆州联系起来,但
小说用“荆州”代指襄阳城,实际上是将汉末三国时

期荆州发展变化的历史向广大读者作了生动的宣

讲。在刘表任荆州刺史之前,荆州州治汉寿(今湖南

汉寿县),南郡郡治江陵,襄阳不过是远离政治中心

的南郡边鄙小县。初平元年(190),刘表任荆州刺史

(两年后为荆州牧),联合蔡瑁、蒯越等襄阳豪族势

力,文武恩威并举,很快结束了汉末荆州的混乱局

势,并将荆州州治迁至襄阳,襄阳始以一个边鄙小城

一举成为荆州政治文化中心,吸引了王粲、司马徽、
徐庶、崔州平、诸葛亮、庞统等大批名士才俊隐居襄

阳。刘表在襄阳旧城东北修筑了州治城,后人将州

治城前大街称为“荆州街”,明代文人在州治拱门门

额上书写“荆州古治”四字,现存约200米古城墙便

是三国古城墙遗址,至今襄阳市襄城区仍保留了“荆
州街”名。毫无疑问,作为名震天下的鄂北重镇和历

史名城,襄阳的发展始于刘表时期。罗贯中用“荆
州”代指襄阳,既说明他真正了解三国历史,也起到

了传播三国历史知识的作用。又如历史上诸葛亮曾

自述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3](P683)诸葛亮笔

下的南阳指东汉南阳郡,范围涵盖今河南中南部和

今湖北襄阳西北部,包括邓县隆中(汉末邓县隆中与

南郡襄阳县交界)。曹操下荆州,南阳郡一分为三,
即南阳郡、南乡郡、襄阳郡。樊城、邓县、山都县等划

归襄阳郡。隋唐以后,南阳郡范围进一步缩小,形成

了以南阳县(秦汉称宛县,后改为南阳县,今为河南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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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为中心区域的州府级行政区划。如前所述,
《三国演义》中的“南阳”,要么指南阳郡,要么指隆中

卧龙冈,二者丝毫不矛盾,作者的认知非常清晰。但

是,唐宋时期南阳县(今河南南阳)民间兴建了诸葛

草庐、卧龙冈、诸葛井等三国遗迹,罗贯中并未采取

明确的否定态度,而是使用了地名多指性,给读者留

下灵活理解的余地:南阳既可指郡名,可指县名,亦
可代指诸葛亮躬耕地。今天河南南阳与湖北襄阳争

相开发诸葛亮文化景区,客观上促进了三国文化的

研究和发展。

  二、有意更改历史地名

更改历史地名,即对原有地名有意识地加以改

动,使之具有特定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意蕴。如小说

多次提及“荆襄九郡”或“荆州九郡”,实为罗贯中有

意改造的泛指地名。两汉时期荆州下辖七郡,即南

郡、南阳郡、武陵郡、江夏郡、零陵郡、长沙郡、桂阳

郡,可谓“荆州七郡”;汉末分南阳郡东南部置章陵

郡,可谓“荆州八郡”;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下荆

州,分南郡北部及章陵郡别立襄阳郡,分南郡西部别

立临江郡(后刘备改为宜都郡),分南阳郡西部别立

南乡郡,荆州七郡变成了荆州十郡。罗贯中既不言

“荆襄七郡”或“荆襄八郡”,也不称“荆襄十郡”,偏偏

生造了“荆襄九郡”之说,这与他追求故事的“三、六、
九”模式有关。“三、六、九”是中国古人喜爱的神秘

数字,小说中描写“三英战吕布”,赵云“三进三出”,
曹操“三笑三败华容道”,诸葛亮三气周瑜、六出祁

山,姜维九伐中原,等等,都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

化元素和审美情趣。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说的

“荆襄九郡”,绝非罗贯中信口开河,而是有意改造。
再如小说第34回写刘备向刘表建议:“使张飞

巡南越之境;云长拒固子城,以镇张鲁;赵云拒三江,
以当孙权。”张鲁是盘踞汉中一带的军阀,地处汉水

上游,刘备认为,令关羽据守固子城便可以防备张鲁

从汉水顺流而下攻击襄阳之地。显然,此处固子城是

指襄阳西北方向的一座重要军事城堡。《水经注·沔

水》注“东过山都县东北”一句云:“沔南有固城,城侧

沔川,即新野山都县治也。”[4](P661)固城位于今湖北

谷城县境内的汉水之滨,逆汉水而上一千余里至汉

中,顺汉水而下至襄阳约一百里,为两汉南阳郡山都

侯国(县)治所,确实是个位于襄阳西北方向的军事

要塞。由此可知,固子城是由“固城”改造而来,几乎

没有读者注意到这个地名改动的文化价值。刘备建

议刘表安排关羽守固子城是出自小说虚构,既表现

了罗贯中敏锐的军事眼光,更表现了罗贯中深厚的

历史文化素养。首先,固城一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

化积淀。春秋时期谷伯绥之封国在此,死后葬于固

封山,又称故封山,取故国封地之意。西汉高祖封卫

将军王恬启为山都侯,治固城,固城西北汉水北岸乃

酂侯萧何封地。东汉光武帝封云台二十八将之一马

武为山都侯,亦治固城。足见固城一带是历代贤臣

名将驻足之地,是文化之邦的象征。其次,古代“固”
“故”二字相通,都有“稳固”“坚固”“安定”等义。殷

商时期有故子城,唐宋都城有固子门,民间有固子

山、固子坡、固子岸等地名;而“子城”又别有意蕴,含
“内城”“小城”“皇城”等义。宋人王应麟《通鉴地理通

释》卷四曰:“皇城在京城之中,今谓之‘子城’。”[5](P54)

可见,罗贯中将历史地名“固城”改为“固子城”,包含

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不但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

文化习俗,而且给广大读者以历史联想空间,作者有

意让刘备提醒刘表:关羽据守固子城,既可以稳固荆

州州治襄阳城,也可以确保汉家文化之邦的安定。
又如《三国志·先主传》载曰:“闻先主已过,曹

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

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

十骑走。”[3](P654)历史地名长坂即是赵云勇救幼主之

地,位于今湖北当阳市境内。“坂”字本身就是山坡

的意思,“长坂”即长长的山坡。而小说第41回却使

用了民间通俗称呼“长坂坡”来描写长坂大战,字义

叠加,暗含长坡漫漫艰辛难行之意,既预示了刘备集

团和十万百姓被追杀的不幸遭遇,又表现了孤单英

雄赵子龙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又如《三国志·潘

璋传》载曰:“权征关羽,璋与朱然断羽走道,到临沮,
住夹石。璋部下司马马忠擒羽,并羽子平、都督赵累

等。”[3](P960)可见关羽被俘地为夹石。夹石在今湖北

远安县洋坪镇境内,是一条两岸岩石耸立的沟壑,故
名“夹石”,民间习称回马坡。而《三国演义》第77回

描述关羽被俘场景云:“关公不胜悲惶,遂令关平断

后,公自在前开路,随行止剩得十余人。行至决石,
两下是山,山边皆芦苇败草,……伏兵尽出,长钩套

索一齐并举,先把关公坐下马绊倒,关公翻身落马,被
潘璋部将马忠所获。”沈伯俊、谭良啸二位先生认为:
“决石,《三国演义》中误用地名。按:据《三国志·吴

书·潘璋传》,当为夹石。”[6](P360)其实,罗贯中将历

史地名夹石写成“决石”,可能是有意为之,因为“决”
通“缺”,又通“诀”,有“断裂”“斩断”“残缺”“毁坏”
“诀别”等义,不祥的地名与冬季的枯苇败草相互映

衬,预示着关羽毁败的不幸结局,蕴含了一种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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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元素和神秘文化气息。

  三、提前使用后世地名

《三国演义》常常将后世产生的地名或已经废弃

不用的古地名置于汉末三国时期使用,不妨称之为

“历史地名的时间移位”或“历史地名的时间错位”。
必须指出,小说中地名时间移位不乏误用之处,但大

部分应视为故意误用,这是《三国演义》使用地名最

常见、最基本的方式。就小说描写湖北境内地名看,
主要采用的是提前使用后世地名的方式。魏晋以

后,州级行政区划有时与汉代州近似,有时等同于郡

级或县级,府则与郡相当。被小说提前使用的郡县

名有巴陵郡、汉阳郡、义阳郡、郢州、荆州、峡州、蕲
州、黄州、南漳县、武昌县等。第53回叙述周瑜“自
回柴桑养病,令甘宁守巴陵郡,令凌统守汉阳郡”。
其实,此二郡均为后世设置的郡名。三国时期只有

巴丘城,乃东吴重要军事基地,隶属长沙郡下隽县;
西晋始置巴陵县,治巴丘城;南朝刘宋分江夏、长沙

二郡地置巴陵郡,辖今湖南岳阳、湖北蒲圻等地,距
离周瑜时代已有两百余年。东汉凉州有汉阳郡,三
国魏改为天水郡,距荆州数千里。凌统所守“汉阳

郡”,属汉荆州江夏郡安陆县地,唐代才置汉阳郡。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三曰:“汉阳郡:东至江夏大

江中流为界三里,南至竟陵郡八百里。”[7](P4871)《明一

统志》卷五十九“汉阳府”条曰:“三国属魏,后属吴,
皆为重镇。晋立讬阳县,为江夏郡治,后郡移治安陆

县,宋齐梁并属江夏郡,后周属竟陵郡,隋属复州,大
业初属沔阳郡,唐置沔州,治汉阳县,天宝初改汉阳

郡。”[8](P217)可见汉阳郡是唐代郡名,被作者罗贯中

提前至三国时期使用。第41回介绍建安十三年

(208),魏延与刘备相见云:“身长八尺,面如重枣,乃
义阳人也。”义阳,郡名。最早置义阳郡的是魏文帝

曹丕(220~226年在位),郡治安昌县(今湖北枣阳

市东南),辖今湖北北部与今河南南部一带。可见,
“义阳”也是一个时间移位的郡名。

再如第60回叙蜀中名士张松前来荆州拜见刘

备:“乘马引仆从望荆州界来,前至郢州界口。”《宋
书·州郡志》曰:“魏文帝黄初三年,以荆州江北诸郡

为郢州,其年罢并荆,非今地。吴又立郢州。孝武孝

建元年,分荆州之江夏、竟陵、随、武陵、天门,湘州之

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阳,又以南郡之州陵、监
利二县度属巴陵,立郢州。”[9](P741)可见,三国早期尚

无郢州之名,魏黄初三年(222)曹丕置郢州,不足一

年便并入荆州,之后吴也立过郢州,但时间亦很短

暂。至南朝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置郢州,设郢州

刺史,辖境较广,与汉代州近似。后西魏置郢州,范
围缩小,辖今湖北钟祥、京山、天门等地。从《三国演

义》叙述的方位和线路看,所说“郢州”应是西魏以后

的郢州。无论哪个时代的郢州,都晚于张松见刘备

之时。
又如第35回描写刘备马跃檀溪,仓惶逃离襄阳

城,“迤逦望南漳策马而行,日将沉西”,不期与名士

水镜先生相遇,从此成为蜀汉事业发展的新起点。
此处述及的“南漳”,即南漳县,两汉时期地属中庐、
临沮二县,北周置思安县,隋开皇十八年(598)改思

安县为南漳县,沿用至今。显然,南漳县被罗贯中进

行了时间移位。第49回描写赤壁大战前诸葛亮排

兵布阵:“孔明起身,谓公子刘琦曰:‘武昌一望之地,
最为要紧。公子便请回,率领所部之兵,陈于岸口,
操一败,必有逃来者,就而擒之,却不可轻离城郭。’”
此处“武昌”既指郡县名,又指城名。《三国志·吴主

传》载曰:“(建安二十五年)冬,魏嗣王称尊号,改元

为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权自公安都鄂,
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

为武昌郡。”[3](P829)黄初为曹丕称帝之后的年号,孙
权在黄初二年(221)改鄂县为武昌县,置武昌郡,取
吴国以武而昌之意。赤壁之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

(208),此时“武昌”之名尚未出现,刘琦所守之城当是

鄂县县城。可见罗贯中将“武昌”提前使用了十三年。
湖北境内郡县州府之外,罗贯中还提前使用了

后世许多山名、水名,如三江口、西山、襄江、玉泉山

等。《三国志·周瑜传》记载赤壁之战初期有一场遭

遇战:“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

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瑜等在南岸。”[3](P933~934)除了“赤壁”外并未记录其

他地名,而小说第45回叙述周瑜率东吴水军向夏口

进发,“离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歇定。周瑜在

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山结营”。周瑜中军结营地是西

山江滨,而三江口则是东吴水军与曹操水军初战之

地。西山古称樊山,因在武昌城(今湖北鄂州老城

区)西郊,民间俗称西山。三江口位于西山之西北四

五十里之外,即今湖北黄州与鄂州之间的大江之中。
但鄂州“西山”之名始见于宋人苏辙《武昌九曲亭

记》、祝穆《方舆胜览》等文献,《明一统志》卷五十九

云:“西山:在武昌县西三里。宋苏辙《九曲亭记》谓
山有精舍,西曰西山,是也。”[8](P200)黄州“三江口”之
称亦见于宋人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等文

献,范成大《吴船录》卷下曰:“通行百八十里至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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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宿,三江之名,所在多有,凡水参会处皆称之。庚

寅发三江口,辰时过赤壁泊黄州。”[10](P870)足见鄂州

西山、黄州三江口等为宋代地名。第73回描写关羽

发起樊城之战,“乘胜追杀,曹兵大半死于襄江之中,
曹仁退守樊城”。清人傅泽洪《行水金鉴》卷一百五

十四曰:“安陆府汉江之上流为郧阳、襄阳二府,故曰

襄江,亦曰襄河。”[11](P430)“襄江”之称,应始于唐宋时

期。宋初《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四载曰:“《襄江记》:
岘山亭在襄阳县东一十里,今基迹尚存。”[12](P825)秦观

《淮海词》亦有“闻说襄江二十年,当时未必轻相慕”之
句。又第77回描写关羽死后英魂飘至“荆州当阳县

一座山,名为玉泉山”,最后拜普净长老为师,皈依佛

门。玉泉山本名覆舟山,隋初智者大师来此修庙建

寺,开讲佛法,并编织关羽显圣于此的故事以吸引听

众,后晋王杨广见香火旺盛,便赐寺名为“玉泉寺”,
“玉泉山”之称应由此而来。唐代名相张九龄至当阳

县,写有《祠紫盖山经玉泉山寺》等诗作。由此可见,
罗贯中描写三国英雄故事时提前使用了若干隋唐五

代两宋地名。
罗贯中在小说中广泛采用后世地名,至少有两

个原因:一是早期地名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消失于

人们的记忆中,叙述人物故事时使用陌生感很强的

原有地名不便于读者阅读欣赏,而相反后世地名享

誉天下,读者耳熟能详,读起来心领神会。比如元明

读者一般对鄂县感到陌生,却很熟悉武昌,武昌比鄂

县响亮得多。同样,邾县在无数读者心中一片茫然,
但黄州因杜牧、苏轼等文化名人在此任职、生活、创
作而名震四海,读者阅读到“黄州”,自然有一种似曾

相识的熟悉感而产生若干联想;二是地名是历史的

特殊载体,三国历史事件原发地在后世民间产生了

许多地名传说,大量蕴含丰富内涵的小地名用于小

说情节中,读者阅读起来生动而具体,有利于三国人

物故事的传播。比如历史上并未记载周瑜水军与曹

操水军初战的具体位置,而小说以“三江口曹操折

兵”为题,具体描写了东吴水军在三江口水域如何得

心应手打得曹操水军惊慌失措的场景,凡乘船到过

或路过三江口的读者就仿佛亲临了三国古战场。又

如关羽被杀后葬于覆舟山附近,而隋唐以后人们习

称玉泉山,山中玉泉寺一带流传着许多关羽显圣的

传说,历代无数信众熟知玉泉山、玉泉寺,罗贯中提

前使用玉泉山之名,自然使读者产生一种亲切感和

崇拜之情。由此可见,罗贯中提前使用大量后世地

名,是出于诸多艺术审美思考,同样具有深刻的文化

意义。

  四、移动历史地名方位

移动历史地名方位,就是将此处地名挪移至彼

处,使原有地名发生了地理空间上的变动或错位,可
以称之为“历史地名的地理移位”或“历史地名的空

间移位”。如前述小说第34回描写刘备建议刘表让

赵云“拒三江,以当孙权”。按汉末军阀分据荆州的

形势看,刘备所说“三江”的方位指向应在荆州江夏

郡东南部(今鄂东一带),与所谓“三江口”连接,但三

江泛指三条江,三江口指三江汇合处。“三江”之名

见载于《史记》《汉书》和《三国志》等早期历史典籍。
《史记·夏本纪》曰:“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鸟所

居。三江既入,震泽致定。”[13](P43)《汉书·沟洫志》
曰:“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14](P1334)《三国志·邓

芝传》载邓芝对孙权云:“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

阻。”[3](P793)三部史籍都指“三江”在扬州吴地(今江

苏、浙江一带)。唐人司马贞《史记索引》释“三江”
云:“韦昭云:‘三江谓松江、钱唐江、浦阳江。’今按:
《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为三江。其南江从

会稽吴县南,东入海。中江从丹阳芜湖县西南,东至

会稽 阳 羡 县 入 海。北 江 从 会 稽 毗 陵 县 北,东 入

海。”[13](P44)韦昭,三国东吴史学家,其三江之说代表

了当时人的看法。无论是韦昭的三江说,还是司马

贞的三江说,都说明三国时期荆州无“三江”之名,刘
备所说“三江”实为罗贯中加以地理移位的历史地名。

第41回两次写到景山,一次写刘备问路,左右

答道:“前面是当阳县,有座山名景山。”另一次写曹

操观战:“却说曹操在景山顶上望见一将,所到之处,
威不可当。”地名景山很常见,仅《山海经》便载有三

处景山,一处在今山西闻喜县,一处在今河北邯郸

市,一处在今湖北保康县。而当阳景山未见载于早

期历史地理文献,应是一处作者进行地理移位的历

史地名。郦道元《水经注·沮水》云:“沮水出东汶阳

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高峰霞举,峻峡层

云。”[4](P752)汶阳郡沮阳县为东晋所置郡县,位于今湖

北保康县、远安县一带,“东”字为衍文;景山,乃著名

的荆山山脉之首。沮水源自保康县西北之景山,流经

当阳县境,罗贯中有意将云霞笼罩的景山迁移至当阳

县,以衬托长坂坡之战的激烈而宏大的场景。
又如第81至84回,作者集中笔力描写了夷陵

大战,屡屡述及“猇亭”这个深刻影响战役结局的关

键地名。“猇亭”之名首见于《三国志·先主传》,可
能是刘备临时设置或更名的亭级行政区划名。《先
主传》载曰:“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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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

蛮夷,咸相率响应。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

军相拒于夷陵道。”[3](P663)夷道,汉县名,辖今湖北宜

都市等地;佷山,亦汉县名,辖今湖北长阳、五峰等

地。夷道、佷山二县相邻,均位于长江之南,夷水(今
习称清江)自西向东横穿其境,二县西南部与武陵郡

(今湘西等地)相邻,故而刘备遣马良从佷山县前往

武陵联络蛮夷部落共同伐吴。史籍记述非常清楚:
刘备主要兵分两路,由黄权率江北诸军进驻夷陵道

(夷陵县通往当阳、临沮等地的驿道),与吴军偏师对

峙,并防阻魏军夹击;由刘备亲率主力进驻江南清江

流域的“夷道猇亭”,与吴军主力对峙。可见,历史地

名猇亭在江南夷道县境,当位于清江之滨。从《水经

注》等地理文献记录看,长江三峡斜穿宜都郡(今湖

北宜昌市),两岸山峦林立,地形险要,不适宜兵家排

兵布阵。然而,罗贯中则将猇亭从清江流域迁移至

长江之滨,第84回描写刘备在大江两岸扎营布阵:
“先主于猇亭,尽驱水军顺流而下,沿江屯扎水寨,深
入吴境。……夹江分立营寨,纵横七百里,分四十余

屯。”又写陆逊发起火攻,“火光连天而起,江南江北

照耀如同白日。……先主遥望遍野火光不绝,死尸

重叠,塞江而下。”为了故事情节的紧凑连贯,罗贯中

特意将历史上的猇亭予以移位,形成了一幅以长江

三峡为轴心的火烧连营七百里的精彩画卷。此外,
小说中的“夷陵道”“吴会”等历史地名都被作者进行

了不同程度的地理移位,不一而足。
有些学者将小说中地名移位现象归纳为罗贯中

误用地名的两大类型:“《三国演义》篇幅较长,所涉

地名颇多,其中地名错误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

样,但就其本质而言,主要分为时间型错误与空间型

错误两大类型。”[15]其实,小说故事中频繁出现“地
名错误”现象,恰恰说明作者有意为之,以罗贯中深

厚的历史基础,他不可能不知道许多地名的大体方

位和产生时间,只有一种合理解释:就是他出于艺术

描写的需要,明知故犯。
罗贯中明知故犯地“错用”三国地名,还集中体

现在混合型地名移位上。所谓混合型地名移位,即
所用地名既存在着空间移位性质,又存在着时间移

位性质。这类地名数量在小说中虽然占比不大,但
情况更复杂,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更为丰富。如第

55回写刘备去东吴招亲,用诸葛亮计脱离虎口,周
瑜派兵一路追赶,小说先叙刘备一行急急走到刘郎

浦,后写周瑜亲率水军追来,一直追至“黄州界首”。
显然,此处“刘郎浦”应在鄂县地界(后为武昌县,今

湖北鄂州市)。刘郎浦又称刘郎洑,在今湖北石首市

城西北江滨,位于鄂州市上游约七百余里处,得名于

刘备招亲故事,明显属于后世地名。唐人吕温有《刘
郎浦口号》一诗:“吴蜀成婚此水浔,明珠步障幄黄

金。谁将一女轻天下,欲换刘郎鼎峙心。”元人吴三

省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六所载地名“刘郎洑”
曰:“江陵府石首县沙步有刘郎浦,蜀先主纳吴女处

也。洑,房六翻,洄流曰洑。”[16](P9015)小说中“刘郎

浦”是时间移位地名无疑,但它同时又是地理移位地

名。宋元时期武昌县境(今湖北鄂州市)亦有地名

“刘郎洑”,苏轼在诗文中有“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

刘郎洑”之句,但此刘郎洑是民间讹传。《明一统志》
卷五十九云:“流浪洑:在武昌县东江上,俗讹为‘刘
郎洑’。”[8](P203)可见,武昌刘郎洑本名流浪洑,与刘

备招亲故事无关。历史上吴蜀联姻虽然各怀私心,
但总体上平和喜庆,不存在周瑜率部追杀刘备的场

景。熟读史籍、博学广见的罗贯中不会不知道荆州

刘郎洑的大体位置和相关历史传说,但他为了突出

周瑜与诸葛亮、刘备之间的矛盾冲突,将刘备集团迎

亲地点从石首县向东迁移七百余里至武昌县境,让
周瑜亲率精锐水师从柴桑追至武昌刘郎洑再追至黄

州地界北岸,终被诸葛亮挫败。再如第66回描写鲁

肃在陆口临江亭设宴,邀请关羽单刀赴会。陆口,陆
水入江处,在今湖北咸宁赤壁市境内,处于长江南岸

(历史上关羽单刀赴会处在今湖南益阳),历代文献

中并无陆口建有临江亭的记载,倒是唐代储光羲、刘
禹锡等著名诗人写过有关北固山临江亭的诗作,今
江苏镇江市著名的北固山上有临江亭,宋时改名为

多景楼。《江南通志》卷三十二载:“多景楼:在丹徒

县北固山上,宋太守陈天麟建,唐时临江亭故址。米

芾有《多景楼呈某使君》诗。”[17](P84)足见“临江亭”也
是一处地理移位兼时间移位的三国地名。又如第

83回描写东吴老将甘宁带病参加夷陵之战,被蜀将

沙摩柯“一箭射中头颅,宁带箭而走,到得富池口,坐
于大树之下而死”。富池口即富水入江处,在今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江滨,距离夷陵之战发生地(今
湖北宜昌市)足足一千二百余里,年老病弱又身负重

伤的甘宁不可能逃跑到千里之外的地方流血而死,
故而“富池口”是一处地理移位地名。而“富池口”之
名起于何时? 《水经注》载有“富水”“富口”等地名而

无“富池口”,“富池口”常见于宋人著作中,如北宋地

理学家朱彧《萍洲可谈》卷二曰:“九江之上富池口属

兴国军,富池口有吴将甘宁庙。案:《吴志》:‘甘宁屯

当口’,或疑其富池口也。”[18](P296)甘宁生前曾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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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西陵郡太守,“权嘉宁功,拜西陵太守领阳新、下
雉二县”[3](P956),阳新县富池口与甘宁确实关联紧

密,但“富池口”显然又是一处被罗贯中提前使用的

时间移位地名。
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许多地名随着民族的迁

徙而迁徙,如楚人最初居丹水之阳,其地称“丹阳”
(今河南淅川一带),随着楚人南迁湖北、东迁江浙,
今湖北秭归、枝江及江苏镇江等地均有“丹阳”之名。
但在文学创作中对原有历史地名进行迁徙,实为罗

贯中的发明创造,虽然与民族发展史上的地名迁徙

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形成的结果却十分相似。今天

许多地方出现了相同的三国地名,如宜昌江北有猇

亭,江南也有猇亭;保康有景山,当阳也有景山;镇江

有临江亭,陆口有临江亭,益阳也有临江亭;石首有

刘郎洑,鄂州也有刘郎洑;黄州有乌林,洪湖也有乌

林;潜江有华容道,监利有华容道,鄂州也有华容道;
等等。三国文化研究中一名多地现象十分普遍,这
与《三国演义》迁移历史地名息息相关,罗贯中的“明
知故犯”至少在客观上极大地丰富了三国地名文化。

  五、虚构生造历史地名

《三国演义》虽然号称历史小说的经典,有着深

厚的历史价值,但如前所述它终归属于文学创作范

畴,因而无须严格考证历史人物故事发生的时间和

地点,尤其是那些并非关联重大历史事件的地名,可
以灵活运用,可以加工更改,可以故意移位,甚至还

可以凭空捏造。以湖北地区为例,作者凭空虚构的

大小三国地名不在少数。
小说多次述及“柴桑”这个地名,如第42回“鲁

肃遂别了玄德、刘琦,与孔明登舟望柴桑郡来”;第

43回“鲁肃、孔明辞玄德、刘琦,登舟望柴桑郡来”。
东汉有柴桑县,隶属扬州豫章郡,三国东吴改属荆州

江夏郡,后属武昌郡,辖今江西九江市和湖北黄梅县

一带,是吴国重要的水军基地。但历史上从未设置

过柴桑郡,西晋永兴元年(304)置寻阳郡,郡治柴桑

县,罗贯中依据汉末三国时期柴桑县地位的重要性,
加上西晋时期郡治柴桑城的客观情况,便凭空虚构

出一个柴桑郡来。《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四十三说

“三国吴立鄱阳柴桑郡,建安十五年置”[19](P566),应是

接受了《三国演义》影响的讹误之词。又第42回在

叙述孔明前往柴桑郡之前,描写刘备率残兵败将“从
小路斜投汉津,望沔阳路而走”。宋元时期以“路”来
称一级行政区划,宋代的路相当于元代的行省,而元

代的路则相当于宋代的州府,“沔阳路”使用的应是

元代行政区名。沔阳,即今湖北仙桃市一带,汉末隶

属于竟陵县(今湖北天门市)和云杜县(今湖北京山

市),至南朝梁时始置沔阳县,属竟陵郡,隋置沔阳

郡,沔阳县为郡治,唐置复州,治沔阳县,元置沔阳

府,罗贯中据此加工虚构为沔阳路。
罗贯中加工虚构的小地名更多,主要又可分两

类。第一类为自然山水。第36回虚构了徐庶、张飞

大败曹仁于北河的故事,因此河位于樊城(今襄阳樊

城区)之北而称北河。第45回虚构了周瑜要诸葛亮

去聚铁山劫夺曹军粮草的故事,按小说所述,曹操屯

粮之地聚铁山当在今湖北武汉新洲区或黄州市团风

县境内。这两处地名因为相关故事纯属虚构,故而

地名自然是无中生有。第48回虚构了曹操向江南

瞭望山色如画的南屏山而心情愉悦的故事,南屏山

应位于鄂县江滨(今湖北鄂州市华容区境内)。宋人

苏轼任职杭州时,作《送南屏谦师》诗云:“道人晓出

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杭州南屏山为风景名胜

之地,罗贯中受此启发虚构了鄂县南屏山(亦是空间

移位地名)。第49回和第50回描写火烧赤壁之后

曹操败走华容道,行至葫芦谷口遭遇张飞伏兵,被打

得落荒而逃。所谓“葫芦谷口”,指地形狭窄险要、如
同葫芦一样的山谷,乃兵家打伏击战的绝佳之地。
然而,曹操败逃的华容道是东汉华容县境内(今湖北

潜江市等地)的驿道,地处江汉平原和云梦沼泽地,
其地不可能有险峻狭窄的山岗谷地,华容县葫芦谷

显然是作者虚构的文学地名。第74回描写关羽水

淹七军,事前有一段对话:“(关羽)看了半晌,唤向导

官问曰:‘樊城北十里山谷,是何地名?’对曰:‘罾口

川也。’关公大喜曰:‘于禁必为我擒矣!’将士问曰:
‘将军何以知之?’关公曰:‘鱼入罾口,岂能久乎?’”
《水经注·沔水》记载武当县(今湖北丹江口市)境内

有曾水:“曾水发源山麓,迳越山阴,东北流注于沔,
谓之曾口。”[4](P660)曾水位于樊城西北汉水上游三百

余里处,罗贯中笔下的罾口当由此改造而来,含张设

渔网捕鱼之意,预兆于禁七军遭遇水淹之败,不仅增

强了故事的文学性,还使地名充满神秘感。
第二类为名人遗迹。第36回描写刘备马跃檀

溪逃至南漳县水镜庄,水镜先生为之荐贤举能。早

期史地文献中找不到任何关于司马徽隐居今南漳县

境的记载。《水经注·沔水》载曰:“沔水中有鱼梁

洲,庞德公所居。……司马德操宅洲之阳,望衡对

宇,欢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尔休畅。”[4](P664)又南宋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十二“襄阳府”条云:“庞士

元、司马德操宅在呼鹰台侧。”[20](P2664)呼鹰台为刘表

·76·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3月

修筑,在襄阳古城东郊。两部地理名著都明确记载

司马徽隐居在襄阳鱼梁洲之阳,与庞德公居宅可遥

相对望,其附近有刘表呼鹰台。互为挚友的两位隐

士相伴为邻,合乎常理,司马徽并非如《三国演义》所
写隐居在距离襄阳一百余里的南漳县水镜庄上。南

漳水镜庄实为罗贯中虚构的三国名人遗迹。第36
回、第37回还隆重介绍了襄阳卧龙冈:“自此山之南

一带高冈,乃卧龙冈也,冈前疏林内茅庐中,即诸葛

先生高卧之地”,“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尝好为

《梁甫吟》,所居之地有一冈名卧龙冈,因自号为卧龙

先生”。诸葛亮高卧之地叫卧龙冈,其草庐称卧龙

庄。凡山形盘曲似卧龙者即可称之为卧龙冈或卧龙

岗,历史人物诸葛亮号“伏龙”,死后追封“忠武侯”,
声誉威望日增,唐宋时期武侯崇拜现象达到高潮,人
们常常将地名卧龙冈(卧龙岗)与诸葛亮足迹关联起

来,如考城卧龙冈(今河南民权县)、南阳卧龙冈(今
河南南阳市)、楚雄卧龙冈(今云南楚雄市)等等。襄

阳隆中本没有叫卧龙冈的山冈,作者依据民间广传诸

葛亮与卧龙冈神秘关联的故事,虚构了襄阳隆中之南

有卧龙冈,它是诸葛亮自号“卧龙”以及居地号“卧龙

庄”的缘由。第47回描写赤壁之战双方对峙期间,襄
阳名士庞统隐居于武昌西山草庵,夜遇蒋干来访,便
随蒋干过江面见曹操,从而成功实施了连环计。然

而,《三国志·庞统传》载:“(司马徽)甚异之,称统为

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渐显。后郡命为功曹……。吴将

周瑜助先主取荆州,因领南郡太守。瑜卒,统送丧至

吴,吴人多闻其名。”[3](P707)庞统早年任职南郡,曹操

占领南郡后庞统仍司其职,赤壁之战后周瑜做了南

郡太守,庞统依然是南郡功曹,功曹是郡太守的佐

官,周瑜病亡,庞统送丧至东吴。由此可知,庞统压

根没有参加赤壁之战,庞统隐居的西山草庵是罗贯

中的无中生有。第49回写诸葛亮在武昌南屏山上

建造一座三层高九尺的祭风台,名“七星坛”,为孙刘

联军祭来东风火烧曹操战船。历史上诸葛亮在赤壁

之战中充当外交联络官的角色,并未发挥出谋划策、
联手破曹的作用,七星坛之类同样是作者依据民间

戏曲故事虚构的三国遗迹。
《三国演义》大量虚构地名是不争的事实,从历

史学角度看,这确实是一种无中生有制造混乱的行

为,但从文化传播学角度看,这又是文化不断发展的

必然现象,罗贯中无中生有的若干地名今天变成了

实有地名并广泛用于日常生活也是不争的事实。以

今湖北地区为例,襄阳襄城区有卧龙冈,樊城区有罾

口川,谷城有北河,南漳有水镜庄,江陵有葫芦口,潜
江有华容道,监利有华容道,鄂州也有华容道,鄂州

有南屏山、七星坛、西山庵,蒲圻有南屏山、七星坛、
西山庵,武汉金口镇也有祭风台,等等,这些三国地

名无不是由《三国演义》衍生而来。毫无疑问,罗贯

中无中生有的地名和遗迹早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

三国传奇。
总之,《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小说的经典之作,

更是中国文化小说的经典之作,它集历史学、哲学、
军事学、文学、地理学、文化学、民俗学等于一体,不
仅全面反映了汉末三国时期纷争的历史,弘扬了中

华民族奋斗拼搏的英雄主义精神,而且生动而详尽

地描述了三国英雄的活动空间,艺术地再现了三国

战争的地理场景,大大促进了三国文化尤其是三国

地名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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